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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呈现突发性与常态化。2019 年 12 月暴发新冠疫情反映了全社会风险认知的

滞后性与差异性。在民众风险认知差异化情况下，如何通过个体互动，达成风险认知与行为共识的过程机制。通

过访谈研究发现，在家庭层面，个体风险认知与行为差异主要存在于代与代之间。在疫情暴发阶段，亲代的迟钝

回避和子代的警觉与敏感形成对比；扩散阶段，子代开始对亲代的风险认知进行强化，亲代尝试认知与评估风险；

均衡阶段，两代人就风险认知基本达成共识，但仍有部分亲代选择排斥。在风险认知与共识达成过程中，呈现三

种代际互动模式：其中，传统的自上而下、互联网时代自下而上属于单向代际互动模式，容易造成代际对峙与冲

突；基于主体性的双向互动模式，充分尊重两代人的主体地位，有效地弥合了代际冲突；主体性的双向互动模式

以信任关系优化风险传播方式、以信息解码提高风险传播效能、以强弱互补增信政府权威信息。微观家庭层面代

际互动模式的探究，为宏观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层面的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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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公共突发事件频发，

例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

事件等[1]。公共突发事件由于其突发性、复杂性、破

坏性、危害性，给人民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

2019 年 12 月武汉暴发新冠疫情；2020 年春节期间，

全国人民普遍响应号召，居家隔离、佩戴口罩。同时

也存在“90 后劝父母戴口罩”“子女举报父母打麻

将”“益阳女大学生劝父母戴口罩被骂”等新闻事件

与热议话题。网友评价“心大的老龄人、胆小的年轻

人”。在无特效药物与治疗方案的情况下，戴口罩是

目前阻隔病毒传播的有效办法。但在疫情中，两代人

的风险认知、行动选择出现了差异，是否戴口罩，就

是典型的差异化表现。据公开报道，45 岁以上为易感

染人群，即 80、90 后的父母成为疫情高发人群。但这

并未引起父辈们重视，他们依旧不戴口罩，参加打牌、

聚餐等聚众活动，将子代嘱咐看成“小题大作”。为

强化父辈的风险感知，年轻人绞尽脑汁进行规劝，成

了“最操心”的人和“管家”，微博上更是出现了

“如何劝父母戴口罩在线等”的热门讨论。面对疫情，

子代与亲代对风险感知的差异化表现，引发了笔者的

兴趣。从 2003 年的“非典”事件至今，中国长达 16

年未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空白期，使民众和干部

都存在风险认知滞后性和异质性问题。本研究重点关

注父代与子代在风险认知有差异的情况下，通过个体

互动达成风险认知与行为共识的过程。 

(一) 社会风险 

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存在的风险类型也不同。贝

克在《风险社会》中，根据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将风

险分为前工业社会风险、工业社会风险、风险社会风

险三类[2]。前工业社会的风险，以自然灾害为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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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社会的风险，以安全事故、意外伤害为主；风险社

会的风险是现代性的产物，以金融风险、核泄漏、生

物变异等科学技术风险为主。现代社会，由于民众的

阶层不同，所处社会环境不同，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

对风险认知也存在差异。风险包括两层含义：①风险

分配。贝克认为，如同财富分配一样，风险也会分配。

风险的分配与阶级相关。财富集中在上层阶级，而风

险集中在下层阶级。财富、权力、地位可以使人们获

得风险免除的“特权”。富人可以选择居住地来规避

风险，穷人只能待在原地，疫情中出现了多起明星出

国避难新闻。贫困与风险叠加，导致弱势群体受影响

更大，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此外，接受过良好教育

者可通过获取信息规避风险，王甫勤认为，文化程度

越高、媒介接触越频繁、阶层地位越高的个体对风险

的认知也越强[3]。②风险转移。贝克认为，不同阶级

的风险认知和对风险的处理与补偿能力不同。事实上，

风险是可以动态转移的。叶锦涛等人认为一部分群体

可以利用资源优势(财富、声望、知识等)转嫁或降低

风险，成为低风险阶层；由于资源匮乏，弱势群体受

冲击最大，成为高风险阶层[4]。疫情中，相关部门也

多次呼吁要多关照“生活困难的群众”。由此可见，

风险存在分层与马太效应。 

(二) 风险认知与代际差异 

基于社会风险的分层，社会各群体对风险的认知

有差异。风险认知是指人们对风险的主观评价与判断

并由此做出决策倾向，包括对风险的感知、理解、记

忆、评价、反应等[5]。个体因素是影响风险认知的重

要因素[6]，包括性别、年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

文化水平等[7]。曼海姆也指出，个体因出生年代、成

长背景不同，其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等会表现

出差异性。疫情期间，个体差异性很大程度上表现为

代际差异，即青年一代与父辈一代。两代人对新冠疫

情的风险感知和反应存在极大差异。相对于 90 后，60

后的父辈们整体文化水平低，媒介利用素养不高，不

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电子媒介等互动方式 [8]。互联网时

代的“数字鸿沟”是代际差异最突出的表   现[9]，数

字鸿沟体现为技术接入鸿沟、技能使用鸿沟、知识获

取鸿沟等[10]。媒体报道与风险信息同样影响风险认 

知[11]。高山等人认为，公众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快速获

取风险信息并感知风险[12]。在疫情初始阶段，青年人

由于自身优势(信息资源的获取能力强)对风险认知能

力也相应强，而父辈们在风险认知中处于劣势。有研

究表明，个体风险认知越强，越会采取措施来降低风

险[13]。这是造成了风险认知的代际差异的主要原因，

“口罩文明”之战是典型的表现。青年与父辈因为风

险认知的差异，产生代际冲突。 

刘利群等人认为，风险认知受“关系”影响，风

险信息通过“关系”过滤，送至认知主体。“关系”

附着情感、信任与资源，能促进人与人之间及时、高

频、有效的互动[14]。信息来源于强联结个体(家庭成员、

街坊邻里)，比弱连结个体(合作伙伴)更容易影响个体

态度与行为[15]。这在理论上说明，代际风险认知差异

可以通过互动调整。随着疫情防控的持续推进，两代

人甚至全社会的风险认知终将趋同。 

(三) 代际互动与风险应对 

疫情期间，代际如何通过互动消除风险认知差异

及其造成的冲突，事关家庭微观层面的防控大局。代

际互动涉及教化与交流模式，在传统社会，一般是长

辈教化晚辈[16]。米德提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

文化三种文化[17]。在现代社会，“后喻文化”具有很

大解释力，周晓虹也提出类似的“文化反哺”即反向

社会化[18]。这是年轻人向长辈传递知识、价值观念的

过程[19]。吕鹤颖认为，父辈会利用人生经验指导子代，

子代成长于技术革命和互联网时代，前喻式文化传递

已经不能满足子代的成长需要[20]。同时，子代可以借

助熟悉互联网信息的优势，反哺长辈。但不论是前辈

向晚辈学习，还是晚辈向长辈学习，都是单向模式，

无法真正化解并弥合代际冲突。李新华提出了“第四

种文化”(互喻文化)[20]，指出代际相互学习是一种双

向模式。互喻文化起源于米德理论，但又与米德理论

有所不同。晚辈向长辈学习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

而长辈向晚辈学习则是受时代的驱使，晚辈的优势在

于掌握并熟悉技术知识。李新华明确了双向互动模式

的重要性，但没有指明在双向互动中，父辈与子代应

保持平等的对话姿态。双向互动改变了代与代之间的

知识传递模式，但要真正实现有效的沟通，还应在双

方对话的基础上坚持“主体际”原则[21]。确保民主、

平等的对话机制。疫情期间，亲代与子代对疫情风险

的认知存在差异。具体到每个家庭，采取何种互动模

式，将会对风险认知的增益与均衡化进程产生不同  

影响。 

基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四个具体问题：

第一，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父辈与子代的风险认知

存在什么样的差异？第二，年轻人采用何种沟通方式

来强化中老年人对疫情的风险认知？第三，父辈与子

代如何实现整体风险认知的提升与趋同化？第四，父

辈与子代通过何种互动来实现代际弥合，增强家庭凝

聚力，促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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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从 2020 年 1 月 20 号到 2 月 9 号，笔者分别对 27

位 80、90 后青年人进行结构化访谈。具体了解在风险

来临时，他们和父辈们各自对待风险的态度，就疫情

风险进行沟通，以及子代劝说长辈采取措施的过程。

探究风险感知与风险应对的代际差异、风险认知趋同

中的代际互动机制、代际互动模式的疫情防控效能等

问题。本访谈对于年龄界定，采用《中长期青年发展

规划(2016—2025 年)》规定，即 14~35 岁。选取第六

代(80、90 后)青年[22]，选取这一群体主要是因为他们

成长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共同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

解体、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互联网普及、中国加入

WTO、扩大对外开放、高等学校扩招、教育大众化等

重大历史事件。一代人相同的社会经历，使其思维方

式与行为模式呈现趋同性[23]。“代”在这里有两个方

面涵义，一是生物学意义的“代”，比如家庭中的亲

代与子代；二是曼海姆提出的“代”(作为社会变迁的

推动力量)[24]。曼海姆以历史时段与历史事件为依据，

将社会群体划分代际[25]。80~90 后的父母多为 60~70

后，他们是两代人，在价值观、行为方式、态度习惯

等方面呈现代际分化。而隶属同代的群体，形成“代

共同体”意识[26]。样本选取既考虑同质性(同一代青

年)，也考虑异质性(特征不同)，尽量保证获取访谈内

容的客观性。具体信息见附表 1。选取 27 位青年访谈，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以确保其代表性：第一，文化程

度具有阶梯性，教育程度从中专、本科，到硕士研究

生，还有博士在读青年；第二，职业呈现多元化，有

学生、公务员、医生、高校教师、高校辅导员等，也

有私企员工、服装店员工、创业者等，还有全职太太

等无业人员；第三，年龄上呈现层次性，包含了从 85

后至 90 后的不同年龄段；第四，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广

泛性，不限于湖南省，还有来自江苏、广东、河北、

河南、四川、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和地区的样

本。由于疫情原因，访谈采取微信语音、电话访谈等

非接触方式，个别以面对面访谈进行，每次访谈时间

在 30~60 分钟不等。 

 

三、风险发生的动态过程与代际风险 
认知差异的逻辑 

 

疫情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分为暴发阶段、扩

散阶段、均衡阶段。不同阶段，面对同样的风险，代 

表 1  青年基本情况描述 

编号 性别 出生年 学历 职业 户籍/常住地

F01 女 1998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永州 

M02 男 1989 高中 培训机构老板 江苏苏州 

F03 女 1990 研究生 高校宣传干事 湖南郴州 

F04 女 1990 研究生 博士在读 湖南怀化 

M05 男 1987 本科 私企员工 广东深圳 

F06 女 1989 研究生 国企员工 湖南邵阳 

M07 男 1991 大专 快递公司员工 湖南长沙 

F08 女 1993 中专 服装店员工 湖南长沙 

F09 女 1990 研究生 公务员 河南三门峡

F10 女 1988 研究生 医生 河北承德 

F11 女 1998 大专 社工 湖南益阳 

M12 男 1989 本科 私企员工 湖南怀化 

F13 女 1990 研究生 私企员工 湖南岳阳 

F14 女 1995 研究生 博士在读 四川达州 

M15 男 1996 大专 创业者 贵州铜仁 

M16 男 1992 研究生 博士在读 山东济宁 

F17 女 1988 研究生 高校教务干事 广西南宁 

F18 女 1991 研究生 高校教师 广东广州 

F19 女 1990 本科生 全职太太 湖南怀化 

M20 男 1990 研究生 高校讲师 湖南浏阳 

M21 男 1999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耒阳 

M22 男 1998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怀化 

F23 女 1997 研究生 硕士在读 湖南娄底 

M24 男 1995 研究生 硕士在读 湖南邵阳 

F25 女 1999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永州 

F26 女 1998 大专 学生(在读) 湖南衡阳 

M27 男 1986 本科 高校辅导员 湖南长沙 

 

际对疫情的态度先是存在差异，后是趋同。总体来看，

在暴发阶段，亲代偏“迟钝”、子代偏“敏感”；扩

散阶段，子代风险认知强化并积极影响父辈，之前“迟

钝”的亲代也尝试理解并正识风险；在均衡阶段，亲

代与子代对疫情基本达成共识，风险认知总体趋同。

当然，仍有少数“顽固者”对疫情风险“置若罔闻”。 

(一) 暴发阶段：亲代偏迟钝与子代偏敏感 

由于家庭背景、生活环境以及对疫情的客观危害

程度的认识不同，个体间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存在很大

差异。有的人能快速识别风险并做出反应，有的要经

历较长的认知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疫情期间做的

社会心态调查显示：民众关注新冠肺炎时间较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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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其时间比较晚[27]。在风险发生的初始阶段，由于

信息获取渠道与内容不同，导致人们对风险的主观判

断和对真实风险的认识存在差距[28]。风险认知影响个

体的行为反应[29]，风险认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应对；

风险认知越低，越倾向于采取回避行为[30]。部分亲代

与子代在反应态度上存在同质性，主要表现为对信息

的积极关注。访谈发现，家庭经济地位、父母职业、

社会资本、获得信息渠道等都会导致两代人在风险暴

发阶段对风险认知的差异。例如： 

我们爸妈平时生活在城市里，所以还是比较了解

实时信息，我跟他们说戴就戴了，毕竟是为他们好啊。

(访谈对象 F08) 

我爸妈是公务员，单位里面今年非常重视这个事

情，所以不用我劝他们戴口罩，他们还会反过来要我

们晚辈别出门，今年都没去拜年，在家待着。(访谈对

象 F06) 

我们家我和老公都是医生，我们跟父母说戴口罩，

他们肯定会戴的。(访谈对象 F10) 

如果亲代能与子代保持认知同步，就会减少代际

冲突，有利于疫情防控。但在被调研 27 个对象中，子

代与亲代对疫情认知不同步的现象也显著存在。总体

上，亲代偏迟钝，子代偏敏感。 

1. 亲代风险认知的迟钝 

由于“有限理性”，面对不确定、损害性突发事

件，公众由于知识、信息、能力、经验有限，往往会

做出非理性选择[31]。80、90 后的父母大多是 70 前出

生，获取疫情的信息有限，对疫情知识的掌握总体上

少于子女。即使同处在互联网时代，两代人在获取、

运用信息方面仍然存在差异，父母多是后知后觉。尼

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指出，网络世界的掌握权是颠覆

两代人之间传统地位的催化剂[32]。既有的知识和生活

经历对风险认知具有影响[33]，使其对风险产生更高的

控制感，进而降低风险认知[34]。此外，风险认知还受

后果严重性、影响的灾难性、恐惧的普遍性等因素的

影响[35]。国家卫健委通告，普通人进入公共场所、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应佩戴口罩以降低感染的风险[36]。

但是，亲代习惯性地用老套路、旧思维看待新问题，

成为疫情风险认知的“迟钝”与滞后者，具体表现如

下几种类型。 

第一是无知无畏型。 

我爸妈平时不看新闻，一般看电视剧，微信里面

主要看个人或者群里发的信息，不怎么关注新闻，即

使看到群里有相关信息也认为是骗人的。(访谈对   

象 M21) 

第二是侥幸心理型。 

我看到新闻后就给我爸妈买了口罩，当时花了 90

块钱买，幸好下手快，后面都买不到口罩。一开始我

爸妈不想戴，觉得戴着不舒服，也担心别人看笑话，

认为没那么严重，后面媒体有关疫情的报道越来越多，

我跟我爸妈说要延迟上班和上学他们也就觉得事情严

重了，都戴口罩了，但是偶尔还是会抱怨戴着不舒服。

(访谈对象 F26) 

第三是认为小题大做型。 

1 月 20 号我跟我爸一起上街采购过年物资，心想

街上流动人口多，就劝他戴口罩，我爸认为别人都不

戴，自己也没必要戴，自己身体好不怕。为此我们两

个人吵了一架，我爸认为疫情没有到自己家乡，不可

能感染，大家都是小题大做。(访谈对象 M05) 

第四是听天由命型。 

我父母也不怎么在意，都觉得自己是经历过非典、

地震的人了，生死看淡了，该来的总会来的。(访谈对

象 F14) 

2. 子代风险认知的敏感 

作为“数字社会的原住民”，第六代青年人(80、

90 后)对疫情期间中的风险普遍更为敏感。2018 年发

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02 亿，以青少年、青

年、中年为主，10~39 岁群体占 70.8%，20~29 岁年龄

段网民占比最高，达 27.9%[37]。第六代青年人通过互

联网等新技术及时获取信息，了解疫情扩散情况、死

亡人数、传染信息、防控措施等。青年人实时跟踪疫

情信息，对疫情紧张敏感，保持极致的自律，并全面

武装自己，表现出比亲代更敏感的风险认知。 

我每天早上醒来和晚上睡觉前都会看一遍今天的

疫情进展，然后赶紧果断转发至家庭群中，怕家里人

不知道，不重视。(访谈对象 F11) 

我每天发新闻、视频还有网络上各种关于肺炎的

段子在群里，我给他们买了口罩，不让他们随便出去，

我从回家到现在快半个月了还没有出过一次门。(访谈

对象 F13) 

我从回家开始就没有出过门，虽然也觉得待久了

难受，但是我肯定不会出门，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一

定要响应国家的号召，待在家里是最安全的，也是为

社会做贡献。我如果必须出门肯定会戴口罩，不戴口

罩不仅让自己置于危险中，也会间接成为病毒的传播

机器，太可怕了，听说眼睛也可以传播，我想买护目

镜但是没买到。(访谈对象 M27) 

(二) 扩散阶段：风险理解与逐步强化 

在此阶段，父辈中的一部分开始了解疫情，并逐

渐感知到疫情风险。在家庭的代际互动过程中，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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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子女的知识传播与行为劝导，并逐渐采取应对  

措施。 

1. 亲代开始风险感知与评估 

随着疫情的不断扩散，“迟钝者”中最先了解疫

情的亲代，尝试理解疫情风险。由于风险具有不确定

性、不可预测性、不可控制性，亲代的风险认知有一

个过程，导致其在“相信还是不相信子代？”“采取

还是不采取行动”之间徘徊。这是一个行为决策动态

博弈的过程。期间，部分亲代会通过微信群、电视新

闻、官方媒体等主要渠道去了解疫情的客观风险并对

其进行再次评估，考量风险的危害程度与自身利益  

的关联度，从而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与行为。

例如： 

我现在每天都给我爸妈打电话，给他们发微信，

我老妈应该是比较相信了，因为我们那边都封路了。

(访谈对象 F04) 

大年初三开始戴口罩，初一我爸爸还去打牌了，

一开始还觉得不要大惊小怪，27 号去了外婆家，我和

哥哥姐姐，都在说这个事情，而且新闻也有报道，他

们有点被说动了。(访谈对象 F23) 

2. 子代努力强化亲代的风险认知 

在风险暴发阶段已经对疫情的相关信息有一定了

解的子代个体，随着疫情的扩散，基于自身掌握的互

联网技术优势和信息获取能力等，对疫情风险的认知

继续得以深化。除了强化自己的风险应对能力，更主

要的是对“冥顽不灵”的亲代进行疫情风险传播的

“反向教化”，具体措施有如下几种。 

第一，子代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买到口罩、

相关的医药物品等，提供给父母和家庭成员使用。使

用疫情防控物品(口罩、消毒剂、药品)的过程，本身

就是传播风险知识的实践过程。 

第二，青年人对亲代的教化是全方位、彻底的，

动用各种风险知识的可能传播方式。例如对微信群疫

情知识宣传频度提高，宣传内容更具多元化、直观化，

从简单的文字信息到图文并茂的视频，从单一的宣传

策略转向为多样化的劝导。 

第三，甚至还要通过卖萌、吓唬、撒娇、举报、

哄骗等“绝招”，想方设法地试图说服亲代提高疫情

风险认知度。例如： 

我爸爸天天出去打麻将，跟他说了也不听我的，

他其实知道疫情严重，就是行动跟不上，我爸爸明天

如果还去打麻将，我跟他说我就去举报他。(访谈对象

F14)； 

但是我公公婆婆不是这样的，他们平时都在农村

生活，一开始跟他们说的时候都不是很在意，后面天

天发微信信息、各种视频、报告感染人数，我还叫我

老公一起做思想工作。(访谈对象 F17) 

(三) 均衡阶段：总体趋同与少数排斥 

此阶段，铺天盖地的官方媒体信息与社区防疫行

动，加上子女在家庭互动中的发力，父辈们逐步、全

面认识到疫情风险，代与代之间就风险普遍达成共识。 

1. 风险认知逐渐趋同 

疫情风险全面蔓延阶段，各种新闻媒介开始宣传，

国家层面进行全方位应对。全国进入高度戒备，从中

央到基层，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从患者到医务工

作者，都处于严阵以待的状态。电视、新闻、媒体连

续报道，社区摸排、楼栋排查、电梯消毒等防控行为

纷纷使用，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到此阶段，亲代与子

代在风险认知、疫情防控等方面达成共识，对疫情风

险认同度基本一致。父母都认为疫情风险非常严重：

是事实，不再是“谣言”了。甚至，部分家庭出现了

反转，原本子代怎么劝说都不听劝的亲代，反过来交

代子代不要外出、不要参加聚会、要勤洗手、戴口罩

等，实现了风险认知的均衡化。互联网上还出现年轻

网友分享去看望老人被拒之门外的案例。 

初一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吃饭，那时候武汉封城

的消息出来了，加上全国各地都在报道，我们又跟父

母讲这个疫情的严重性，感觉他们有点重视了，我们

当时出去买东西，都是戴着口罩的。后面到了初四、

初五的时候，我老爸老妈就更重视了，还专门打电话

叫我们别出门。(访谈对象 M27) 

1 月 26 号开始戴口罩，之前疫情报道还没有那么

严重就没戴，后来网络报道越来越多，武汉封城，疫

情数据持续上升，我也给他们普及了知识，叮嘱他们

多看新闻，家里的微信群大家一直都在发信息，父母

就引起了警惕，家里人都觉得确实要注意，现在大家

对疫情的认知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访谈对象 F25)。 

2. 极少数“顽固”分子对疫情风险顽固排斥 

疫情越来越严重，民众普遍对风险有了深刻认识

与高度警惕。但是，仍有极少数“顽固”分子处于“放

松”状态。外出访友、参加娱乐活动、不戴口罩等行

为仍然个别地出现。27 个访谈对象，最终都与亲代达

成了风险认知共识。但网络报道中，仍不乏相关妨碍

行为，多是老年人。例如，牡丹江市乜河村[38]、江西

上饶市广信区[39]等多地出现聚众赌博被罚事件。国家

明令疫情期间禁止人员聚集，但部分居民仍不在意危

险，即使接受了子代的疫情知识“反哺”，仍我行我

素，排斥对风险的认识，于是，有的年轻人就选择了

举报行为。例如在 1 月 29 日，四川省全县一名女孩举

报父亲聚众打牌，该行为受到广大网友点赞[40]。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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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灭亲”的行为，并非出于忤逆长辈，完全是出

于安全与健康的考量。 

 

四、风险认知过程中的代际互动模式 

 

在疫情中，围绕风险认知和规避风险行为的强化，

代际互动呈现三种模式。 

(一) 自上而下模式：训诫与教化 

在传统关系中，子代话语权由长辈赋予，呈现正

向社会化。“正向的社会化是上一代人用既存的文化

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知识、劳动技能等哺育下一

代，使其成为长辈所希望的、适应社会环境的、担负

特定角色的合格成员”[41]。因为职业、经验、经历等

影响，亲代风险认知可能低于、也可能高于子代。但

是，亲代始终不会放弃“谆谆教诲”，在婚姻、工作、

生育等方面，试图以人生体验来训导子代，疫情期间，

自上而下的代际互动模式始终有其存在的烙印。 

1. 传统家长式权威训导：“听我的没错” 

国外遵循“人人平等”，费孝通认为“在我们的

社会结构中总是有尊卑之分的，年龄是尊卑的标

准”[42]。梁漱溟也曾感叹西方“拿主意”和“听话”

的是同一人，中国不同，二者是全然分开的[43]。疫情

面前，两代人迥然不同的态度，背后离不开传统家长

式权威作祟。作为长辈，往往训诫晚辈“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试

图规范子代行为，以维持自身的权威[44]。家长总是认

为自己最懂，小孩子说的怎能算数。疫情面前，亲代

习惯性地以家长权威“驯化”年轻人，即使知道存在

风险也有可能对子女的劝导不放在心上，反而教导子

女“不要乱来”。疫情蔓延阶段，家长的风险认知度提

升之后，出现反转式的“正向教导”(劝子女别出门、

戴口罩)，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家长式权威的表现。 

“但我爸还是没当回事，我今天又跟他吵架了，

他硬要出去打牌，觉得在家里没意思，之前劝他戴口

罩戴了一天就没戴了，我爸比较固执，他就喜欢别人

听他的，我说的不太放心上，感觉是要剥夺了他的权

威一样。(访谈对象 F11) 

这几天爸妈看了很多新闻，加上我们这边政府也

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爸妈现在比较重视，不再提拜

年的事情了，甚至还叮嘱我不要出门，多穿点，不要

感冒了，现在生病去医院很麻烦。(访谈对象 F26) 

2. 固化思维与惯性依赖：“不要小题大做” 

社会变迁过程中，亲代适应新生事物能力更弱，

造成两代人在面对同一风险时出现差异化的表现。年

龄较大者的生活态度、行为习惯基本定型，对新事物

的关注度随之降低。研究表明，大多数 70 年代前出生

的人喜欢按经验处理事务，与年轻人向往新事物形成

对比[45]。疫情暴发后，亲代往往坚持其一贯的思维方

式，不自觉地以传统经验来判断，采取自认为可行的

方式应对。甚至劝导子代不要紧张、“不要小题     

大做”。 

在我们家，我和弟弟还有我老婆都会跟父母讲疫

情的事情，一开始我老爸不太在意，觉得我们都是小

题大作，他自己还到处打牌呢。(访谈对象 M02) 

我表姐他爸妈就觉得是戴口罩是小题大做，他们

觉得政府会处理的，疾病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没必要

那么担心，我表姐也是 90 后，她 94 年的，她觉得疫

情很严重，经常发朋友圈，很在意这个事情，为这个

事情还和他爸爸吵架，我那天去他们家，正好碰到她

和她爸爸两个人吵架，他爸就跟她说“不要神经兮兮

的，没那么夸张”。(访谈对象 M21)。 

(二) 自下而上模式：优势与反哺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在知识、技能方面有优势，

他们是职场生力军，经济的独立，削弱了以父辈为核

心的绝对的支配权[46]。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呈现“去

中心化”特点[47]。不囿于正式、传统的沟通与教化模

式，而是平等模式。亲代常感叹“做不了年轻人的

主”[48]。青年人通过互联网获取关于疫情的即时知识

与信息，对疫情风险的认知普遍深刻。获得了反向“教

育”的机会，实现了疫情的风险反哺，呈现代际互动

的“自下而上”模式。 

1. 行走的播放器：风险防控的“知识反哺” 

传统社会崇尚经验(多是旧的)，现代社会推崇科

学知识(多是新的)。知识可转化为资本和权力，青年

人凭借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与学习优势，进入权力中

心[49]。疫情发生时，子代通过手机、互联网、社交媒

体等权威渠道获取知识，确立了对长辈的话语权，颠

覆了传统的单向权威[50]。尤其新媒体具有去中心化的

功能，亲代的传统权威受到挑战[51]。在疫情早期，信

息通过互联网传播，年长者多消息不灵通，后知后觉，

尤其偏远农村地区的一些 60 后基本不看新闻、不用智

能手机，消息闭塞，只通过有限渠道了解外部情况，

即使同样使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数字化应用，获取

信息的能力也有限。子代可以迅速获取有关疫情的即

时信息(死亡人数、感染人数、捐赠物资、在线购买口

罩等)，亲代则要请教子女或者自己花更长时间摸索。

有学者总结，亲代是信息化时代的“侏儒”，子代是

“巨人”[52]。在数字世界里两代人被硬生生分割成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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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父母一代在信息获取、加工、运用、再生产方

面都赶不上年轻人，知识结构化偏弱、思维习惯固化，

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互动方式。因此，两代人对

疫情的风险认知与应对能力存在代际差异具有必然

性。疫情期间，子代对亲代进行了一系列“知识反

哺”，不断向父母普及疫情风险知识。 

一开始爸妈觉得没那么严重，非典都没怎么样，

这个也不会有多大危险。看到大家都没出去，网络报

道也很详细，每天就叮嘱他们看新闻，将感染数据发

给他们看，渐渐地他们觉得疫情确实不乐观，都在家

待着，平时基本上没出门。(访谈对象 F03) 

一开始不严重，父母也觉得没啥，后面买口罩买

不到就觉得严重了。父母会看报道，就会吸收知识，

不让出门还是会听，我还打算做个 ppt、视频给他们看。

(访谈对象 F18) 

2. 建立行为共识：风险防控的“技能反哺” 

年轻一代接受和学习新事物能力更强。疫情中，

新生代(80、90 后)对中生代(60、70 后)进行了生活技

能和数字技能的反哺。 

第一在生活技能方面，子代对亲代的反哺，体现

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对“新器物”使用。年长者在疫

情早期对风险的认知不够，要么抗拒戴口罩、要么不

知道佩戴方法。年轻人通过互联网了解信息，在口罩

购买类型、佩戴方式等方面获取专家建议。 

我妈一开始也不戴口罩，后面天天跟她说就戴了，

但是她戴的口罩不是 N95，是以前用来防风的口罩。

而且一个口罩反复用，我不提醒她，她就打算一个用

到底。(访谈对象 F04) 

我平时跟父母关系很好，这些年很多事情他们都

会听我的建议，所以戴口罩的意见也很容易被采纳。

但是他们戴口罩的知识还是有问题的，我妈特别节约，

最开始一次性口罩反复戴。(访谈对象 F19) 

第二是数字技能。中生代接触互联网基本是成年

后与参加工作阶段，新生代则是伴随互联网共同成长。

对后者，互联网不仅是工具，更是生活本身[53]。在疫

情阶段，子代积极对亲代进行互联网使用技能的反哺，

教他们搜索疫情信息、下载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搜

狐、新浪、网易)等，并不断转发信息与视频，希望亲

代能够更充分了解疫情相关知识。 

我妈对疫情没有我爸爸关注度高，我爸爸看新闻

多，所以对疫情知识比较了解，我过年就教我妈妈下

载微博，腾讯新闻，让她可以看看新闻。(访谈对     

象 F09) 

3. 淡化“人情往来”：风险防控的“价值观   

反哺” 

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是“复制型”传承，年长者对

于传统价值观具有较强的认同。现代社会则具有“代

际更替性”与“代际差异性”，是“创制型”传承，

表现为子代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与变异[54]。中国社

会是一个讲“关系、人情、面子”社会[55]，是礼俗社

会，讲人情世故会获得好评；不与亲友往来，处境将

会孤立、凄凉。对 70 年前出生的人来说，春节是走亲

访友的最佳时机，亲戚之间的人情往来是人之常情。

子代不走亲戚，是不懂人情世故。疫情期间，许多长

辈宁愿冒着被传染风险，也要走亲戚。 

我爸初三还去亲戚喝喜酒了，我叔爷爷的孙子结

婚办酒，我和姐姐没去，我爸爸、妈妈、弟弟都去了，

劝也劝不住，他们没戴口罩，因为觉得都是自己家亲

戚。(访谈对象 F01) 

亲代遵循传统社会标准，子代则遵循个人标准。

疫情期间，传统的“人情往来”是否应该让位于疫情

防控，成为争论的焦点，再次体现代际差异。毫无疑

问，应暂时搁置“走亲访友、人情往来”等传统习俗。

青年人在此期间发挥了表率作用：首先，自己在疫情

期间严格遵守防控要求，坚决居家隔离、减少串门，

选择微信拜年或网络远程拜年等方式。其次，青年人

积极配合政府宣传与劝导，劝阻父母和长辈，不要坚

持老观念，引导其使用网络拜年替代传统的走亲访友，

最后，主动拒绝亲朋好友上门拜访，减少大家的风险。 

但是我叔伯要来拜年，我是不希望他们来的，这

个非常时期，不能只顾人情来往，还是要从实际出发。 

(访谈对象 M15) 

青年人的价值观不同，第六代青年人价值观愈加

多元化，已经实现后物质主义转变[56]。亲代较少主动

尝试新事物，固守传统，而子代更相信自己的选择，

不唯权威论[57]。只要能够降低风险，就应该去做，不

会固守老传统。这体现了价值观背后的反哺机制。 

我都要被我爸气死了，这么严重的疫情，国家都

发文少串门了，但是他们还觉得今年没走亲戚，面子

上不好看，我就问他们是命重要还是人情重要，后面

劝说了也就没去了，感觉现在父母成为“小孩”我们

成为“大人”了，什么都要叮嘱下。(访谈对象 F04) 

青年人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反哺，在疫情防控

中的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成为互联网时代构建亲密、

平等的代际互动关系的有益尝试。 

(三) 代际双向互动模式：交互主体性生成 

疫情风险中的代际互动，并非纯粹的自上而下或

自下而上，更多的是一种双向互动模式。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模式，都是单向的、不平等的。在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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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地位日趋平等，两代人互为主客体，教化者

与被教化者角色实现了切换，具有交互主体性。 

1. “主体−客体”的固有困境 

代际互动的主体与客体模式，容易导致单一化的

教化模式，引发家庭关系紧张。亲代对子代、子代对

亲代的单向教化，都会出现“唯我论”。自我为主体、

将他人看作客体，导致个人主义倾向，要求客体遵从

主体的需求与意愿，造成关系恶化甚至对抗[58]。疫情

中，纯粹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单向互动，都会造

成代际冲突。第一，正向社会化虽然符合传统，但对

于拥有“知识话语权”的青年人来说，权威性不足。

疫情发生时，亲代凭借经验来认知风险并教导子代不

要小题大做，这种以自我为主体、忽视客观性的教化，

引发青年人的质疑与反抗。尤其在家长权威主导的家

庭，一场“硝烟战”随时暴发。长辈的“绝对权威”

并非是解决代际冲突的良策，青年人对风险有自己的

评估与判断。第二，子代强势的反向社会化也会引起

亲代的批评和抵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子代在文化

与知识方面的优势，使得家庭话语权发生部分位    

移[59]。虽然子代已经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但如果子代

以知识权威自居，将自我作为主体，不仅不能让亲代

接受反向教化，反而会让亲代滋生被“毛头小子骑在

头上”的不服气感，造成代际冲突。代际互动不应是

纯粹的正向社会化或者反向社会化。在疫情中，一种

新的双向代际互动模式得到了实践。 

2.“主体−主体”的新模式实践 

真正的主体性应相互需要，互为目的与手段，以

交互主体性为补充[60]。只有尊重对方的主体性，自己

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疫情风险中，子代与亲代二者

应互为主体。在人类传统文明中，教化者与被教化者

角色长期不变，这种代际互动模式与生物繁衍世代重

合。随着社会的变迁，传统的代际互动模式受现代文

明冲击，如果还是按部就班、遵循传统理念，无疑会

深化代际矛盾。现代社会的教育模式已不再仅仅维护

“主体−客体”模式的权威，还形塑了一种代际互动

的新模式。代际关系中的相互主体性，具有弥合代际

冲突作用。尽管代与代之间存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

行为取向等差异，但并非不可逾越，无论沟深沟浅，

最底层部分总是相连的，毕竟有浓得化不开的血缘关

系[61]，双方都存在妥协和让渡权力的空间。有研究发

现，子代会为维持与亲代的互助和亲密关系而让渡权

力 [62]；父母为了维系情感也会主动放弃权力争 夺
[63−64]。中国社会的家庭极具韧性[65]。可见，以血缘关

系建立起来的感情纽带，连接着代际群体，表面的断

裂制造了弥合的契机[66]。基于代与代之间强有力的血

缘与情感纽带，新模式不能因循守旧而沿用“专制−

服从”模式，而要构建“协商式亲密关系”。疫情期

间，一种新的主体互动关系即协商式关系，正在被   

实践。 

截至今天(2 月 1 号)，当地的封路举措，网络新闻

的报道，揭示着疫情也越来越严重，爸妈倒是紧张起

来了，开始注重防护，也会叮嘱我少出门，一开始是

我说服他们，现在他们也会将微信圈看到的疫情信息

转发给我，有时候爸妈还会跟我在一起讨论湖北疫情

的情况。(访谈对象 M07) 

 

五、代际互动新模式的疫情风险防控 
效能 

 

新模式不仅具有化解冲突、弥合家庭代沟的意义，

对疫情防控大局也具有重大意义。它涉及全局风险防

控的微观实践层面，强化了末端执行力度。在疫情防

控中，这种“主体−主体”代际互动新模式的实践效

能体现在三方面。 

(一) 以信任关系优化风险传播方式 

在危机与风险中，代际的信息传播，具有信任的

优势，能及时消化、吸收和传播内容，倍增疫情防控

公共信息传播效能。 

第一，加速了民众对官方信息的消化与理解。我

国危机信息的传播以政府为主导[67]。政府拥有全文信

息，但容易出现“官本位”式传播，缺乏公众意识[68]。

子代最了解亲代的需求，可代为接收、加工、转达疫

情的重要信息。加深了亲代对信息的有效理解，能及

时化解恐慌情绪、提高风险防控意识。 

第二，加深了对互联网信息的理解与使用。互联

网媒介的信息传播具有广泛性、及时性等优点，是联

结政府、公众、个体的有效桥梁。但长期以来，中老

年人对互联网普遍持否认态度，实际上，这是片面的

刻板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掌握其使

用技能。实事上很多互联网 App 应用信息都是准确、

及时、有用的，疫情期间，青年人发挥了关键作用，

将情感纽带作为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桥梁”。亲代通

过代际互动获知的信息，必然具有高信任度[69]。于是，

年轻人将互联网信息发布在微信群等，让亲代及时准

确、深入了解疫情风险。在此过程中，老一辈的互联

网信息获取能力获得了很大提升，对互联网的认识也

更加理性、全面、深刻。 

(二) 以信息解码提高风险传播效能 

疫情期间，信息的对称性、公开性、透明性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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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涉及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生命健康。由于文

化知识、社会背景、地位利益等存在差异，信息发送

者与接收者存在不对称现象。在信息化社会，作为“数

字移民”的老年人[70]对智能手机与互联网使用能力

不强。在疫情期间，老人极有可能无法及时有效地获

取风险信息；青年人网络操作熟练，获取信息能力强，

将很多涉及疫情的知识与词汇进行信息解码，并及时

将疫情信息、预警知识、防控政策等利用方言、顺口

溜、形象动画、自编歌曲等多种形式重新编码，使其

形象化、具体化，成为老年人容易理解的信息形式。

青年人的信息解码与二次传播，有效缓解了代际间信

息获得的不对称，避免老人成为“信息孤岛”。降低

了亲代因为信息接收不及时、风险认知不充分导致的

感染概率，对抗疫工作贡献大。 

(三) 以强弱互补增信政府权威信息 

随着新媒体技术应用，信息发布者、信息接收者

与传播媒介三者间的关系发生变化[71]。人们可以通过

手机、电脑等将信息快速发布到网络上，受众通过微

信、微博等接收并转发信息，形成二次传播，缩小了

信息传播周期[72]。子代与亲代均可将获取的信息发至

微信群或者面对面交流，进行二次传播。家人、亲戚、

朋友等亲密对象的态度与行为容易对个体形成“同伴

压力”，使个体的主观信念与判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  

响[73]。本次疫情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非常

快，亲代了解的相关信息多来自微信。可以说，通过

弱关系获得信息，也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青年一代获

取信息途经多为网络“弱关系”(微博、新闻客户端)，

长辈获取信息多为亲密朋友等“强关系”[74]。代际互

动新模式，有效结合了弱关系、强关系来源的疫情信

息，畅通了传播渠道、增加了风险认知、强化了风险

应对。通过向家庭成员及时传达政府部署、防控政策、

专家解读、疫情风险知识等，促使其积极参与互联网

讨论，这不仅增强了公众对政府部门与权威专家的信

任，而且也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有效沟通。 

 

六、结语 

 

疫情期间，国家迅速出台了有力的防控政策和措

施，并发动全社会进行积极应对。在微观个体与家庭

层面，其风险认知、家庭互动、行为决策等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如果宏观抗疫政策

在具体执行中有“网眼”疏松，必将导致抗疫效果大

打折扣。因此，家庭层面的微观互动与积极作为对整

个国家的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由于代际风险认知不同，

造成两代人不同的风险判断与行为模式。疫情暴发初

期，年轻人率先戴口罩，长辈并不信；随着疫情扩散，

长辈才开始戴口罩，年轻人使用各种办法科普知识、

通报疫情、传授技能、做长辈工作。当代青年人不是

“垮掉的一代”，而是家庭健康的守护者、“口罩文

明”践行者，乃至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疫情期间，他

们不遗余力地提升长辈的风险认知，并督促其采取正

确的防控措施。在疫情中的代际互动过程，家庭成员

通过多种代际互动模式达成对疫情的共识，一种“代

际协商”新模式也被实践出来[75]。本次调研的青年群

体，不管其背景(职业、年龄、地域、教育程度等)如

何，最终都在国家疫情防控的总体布局下，与亲代达

成风险共识。代与代之间合力完成了对疫情风险的防

控。这种新的代际互动模式，优化了信息传播方式，

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压力，强化了风险沟通效果。这

种模式为类似社会风险事件微观层面的应对提供了样

板。当然，本次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鉴于疫情影

响，调研采用了电话、微信等非接触方式进行，无法

体验现实情境面对面地与访谈者达成情感共鸣；调研

样本数有限且时间较紧迫，无法获知所有青年人与中

年人、老人的代际互动情况，只获取了子代的访谈资

料，亲代的信息是从子代处间接获得。如果能够获得

相关信息，将进一步促进此领域研究，这些将在未来

予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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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a "Risk Society" , the risk presenting suddenness and normality. In December 2019,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broke out and spread rapidly, exposing the lag and differences of risk cognition in the whole 

society. This research particularly focuses on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how to achieve the consensus of risk cognition 

and behavior through individual interaction under different risk cognitions. Through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t the family level, individual risk cognition and behavior differences mainly exist between generations. During the 

outbreak phase, the slow avoidance of the parents contrasts with the alert sensitivity of the offspring. During the 

spreading phase, the offspring begin to strengthen the risk cognition of the parents, who try to recognize and evaluate 

the risk. During the equilibrium phase, the two generations basically agree on the risk perception, but some of them still 

choose to reject it. In the process of risk cognition and consensus-building,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patterns. Among them, tradi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from top to bottom and Internet era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from bottom to top are all one-way models, which easily lead to intergenerational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third is the two-way interaction mode based on the subjectivity, fully respecting the 

subjectivity status of the two generations, effectively bridg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The third model optimizes 

the risk communication way through trust relation, improves the risk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information 

decoding, and increases the government authority information throug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t the level of 

micro-family, the micro-behavior support of macro-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y has been strengthened. 

Key Words: epidemic situation; public health events; risk recogni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subjectivity; 

consul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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